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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持续深化的新阶段，而监察制度与检察官惩戒制度之间的不协调却逐渐显现出

来。从目前的相关规定以及实践运行效果来看，新监察制度在管辖范围、被调查行为的判断标准和处置权行使与

检察官惩戒制度存在冲突，其冲突实质来源于国家权力统一管理下的检察职业化管理。国家虽然对权力进行全方

位的统一管理，但还需为检察职业化建设留有空间。因此，有必要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重申检察官惩戒制度

的重要意义，在发挥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官惩戒制度建设倒逼作用的同时，从厘清监察制度与检察官惩戒制度的

管辖范围、构建以《检察官法》和《检察官职业伦理》为核心的职业规范体系，以及明确监察制度与惩戒制度管

辖重叠的处理原则和方式，来消解新监察制度与检察官惩戒制度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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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9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以

下简称《检察官法》)明确提出要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

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检察官是否存在违反相关检察职

责的行为”，同年 6 月印发的《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

工作条例》中规定，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

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承担①，表明独立于检察院的检察

官惩戒委员会是审查认定检察官检察职责违法的唯一

主体，进而构建起从内部调查到外部审议再到内部决

定的惩戒主体二分管理模式。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 11 条、第 34 条

等的规定“监察委员会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其中人民检察院等国家

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

等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应当移送监察 

机关，由监察机关依法调查处置”，打破了检察官惩

戒委员会的审查垄断地位，表明我国已形成了全面覆

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1]，亦即检察

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问题应由监察机关管辖。在这一

背景下，无疑对检察官惩戒制度的实质运行造成一定

影响。 

检察官惩戒制度与监察制度在对检察官违反职责

行为的处理上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造成这两项制度

在管辖范围、被调查行为判断的标准以及处置等方面

容易产生冲突。如果不在立法上明确其各自的职权范

围和衔接机制，冲突或许会导致正在推行的检察官惩

戒制度胎死腹中。对此，学界已经展开了相关研究[2−6]，

实务部门也在2019年7月召开的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会上，首次提出要明确检察官惩戒与纪检监察

职能的边界，理顺惩戒程序与纪检监察程序的衔接机

制[7]。因此，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对检察官惩戒

制度进行准确定位和具体制度设计，不仅有助于确保

两项制度顺畅运行，而且可以巩固和加强监察体制改

革和检察改革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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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察官惩戒制度对检察官职业化 
的构建意义 

 

《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 年工作

规划)》提到“职业”8 次，《2018—2022 年检察改革

工作规划》更有 19 次提到“职业”，可见如何实现检

察官职业化管理在我国当前法治进程中已经成为一个

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检察官职业化的推行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和现实条件提供保障。

与此同时，《2018—2022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着重

指出要建立健全检察官惩戒制度，通过明确惩戒的条

件和程序，以期更好地实现检察官职业化管理。因此，

检察官惩戒制度作为全面推行检察官职业化管理的主

要制度之一，对于检察官职业化的推行具有重要的构

建意义。 

(一) 检察官职业化的内容 

检察官职业化，是在考察检察工作规律和检察官

职业特点的基础上，为检察官建立准入、工作、保障

等各项具体的管理机制，从而确保检察官以行使国家

检察权为专门职业，并且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

技能、职业道德、职业地位和职业保障的系列过程。

然而，这一动态过程的实现在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大

环境中还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措施

来落实和完善检察官职业化的主要结构，并在司法实

践中不断摸索进而逐步迈向检察官职业化的道路。检

察官职业化的主要内容包括职业化的人员、职业化的

管理和职业化的伦理。 

职业化的人员。检察官职业化需要检察人员经由

专业化的人才选拔机制和培养机制产生，从而在确保

人才知识结构专业化的基础上，形成由专业人士组成

的职业群体，维护职业群体自身组织的稳定性和合理

性。波斯纳认为，“职业不仅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一

般的‘聪明能干’，而且还要有一套专门化的但相对(有

时则是高度)抽象的学科知识或其他认为该领域内有

某种智识结构和体系的知识”[8](44)。因此，职业化人

员的形成不仅需要相关人员经过很高程度的智识训练

和选拔过程，而且要求群体内部有一套专门并且相对

抽象和系统的学科知识，否则无法体现出职业群体与

其他组织之间的区别。职业化的人员组成为全面推行

检察官职业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支持，也突出检

察官职业群体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差异。 

职业化的管理。检察官的考核、升迁、奖惩等制

度是对检察官进行管理的必要手段，关系检察官职业

的准入机制、工作机制和保障机制，其制度设计的具

体内容必须突出检察官的职业特性[9]，才能从职业化

的高度和标准对检察官进行管理，进而减少管理工作

中的行政化色彩。这是由检察权的司法权属性所决定

的，也是我国坚持走法治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检察官

职业化的管理模式不同于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其不仅

需要弱化行政化管理模式中上下级内部人员的依附和

顺从关系，还需要根据检察机关内部不同岗位的工作

特点和属性制定相应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通过

职业化的管理，能有效防止外界对检察工作的不当干

预，并且突出检察官的司法官地位，为检察官职业化

建设保驾护航。 

职业化的伦理。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有自己的伦

理[10](16)。检察官当然也不例外。其独特的职业伦理是

依据检察官职业的社会功能和制度特点所形成的，对

检察官的行为起到日常约束作用，并对违反职业伦理

的检察官加以实质性管束。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

支高度素质化的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

后各有专长，同时也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

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

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11](60)。这种对身份荣誉

的认识就是专业官吏职业伦理形成的雏形，可以将其

理解为因职业而对他人产生的某些特定义务。具体到

检察官的职业伦理，则主要表现在忠诚、公正、廉洁

和担当，既可以涵盖检察官在司法过程中的履职行为，

也包括其在司法过程之外的一般行为。 

(二) 检察官惩戒制度对检察官职业化的意义 

检察官惩戒制度以专业的惩戒标准为前提，对实

现检察官职业化具有如下意义：一是完善检察官职业

保障的重要内容。检察官惩戒制度作为检察官职业化

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以职业化的标准制定相关规则，

并以职业化的标准评判检察官的履职行为[12]，是防止

其他非法力量干预检察业务工作的有效措施。检察官

惩戒制度能使检察官不被随意免职和调离检察岗位，

排除检察官履行职责时的担忧和顾虑，并赋予其履职

时的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13]，为检察官职业保障提供

双重庇护，促进检察业务工作的实质和有序开展。因

此，与其说检察官惩戒制度是对检察官行为的约束，

不如说其侧重于对检察官职业的保护。二是构建检察

官职业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成熟的职业必定有成熟的

职业共同体，成熟的职业共同体将检察官职业与其他

职业进行合理区分，而专业的惩戒标准是促进检察官

行为同质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促使检察官对其职业的

社会功能产生同一性认识的主要内容。配置专业的惩

戒标准对构建检察官职业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 

检察官惩戒制度以专业的惩戒机构为载体，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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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检察官职业化具有如下意义：一是通过专业惩戒机

构作出的专业判断取代非专业判断，有利于促进检察

官认知的专业化。检察官作为一个专业化的群体，分

享着共同的知识与理念[14]。这种专业性极高的职业，

只有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的人才能完全胜任。对

于检察官履职行为的判断，理应交由更加专业的人负

责，通过专业判断进一步促使检察官认知的专业化。

二是使评判结论更容易被当事检察官和社会大众接

受，提高司法公信力。由专业的惩戒机构参与检察官

惩戒，一方面可以消除同体监督下公信力不足的弊端，

另一方面是从专业的角度进行审查评判，不仅能督促

检察官遵从评判结果并履行检察职责，而且能增强民

众对评判结果的认同感，进而提高社会大众对惩戒委

员会的尊重和信任。三是经由专业机构作出的惩戒结

果一般更恰当和理性，能避免错误成本的出现或增    

大[15]。法律专业的理性，要求对被评判行为的认定和

处置也保持理性。然而，非专业的评判往往来源于共

同意识和基本道德体系，缺乏对检察职业特点的考虑，

由此得出的评判结论可能更加任性或不符合司法习惯

和司法规律。 

检察官惩戒制度以专业的惩戒程序为保障，对实

现检察官职业化具有如下意义：一是使检察官惩戒具

有正当性，为检察官的职业化管理提供程序保障。惩

戒程序的启动、调查、审议和救济等环节都需要被规

则化和实定化。如果惩戒机构可以在被惩戒人缺席的

情况下认定事实并作出判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程

序安排仍然可以称之为一种惩戒程序，但由于该程序

无法保障被惩戒人行使陈述、举证和辩解等基本权利，

导致此程序明显缺乏正当性基础，与检察官惩戒制度

所要求的坚持惩戒与保护并重的根本原则相违背。而

专业的惩戒程序以程序保障为初衷，为检察官惩戒提

供了正当性的基础。二是使惩戒结果合乎正义的要求，

促使检察官实现其权利义务。检察官惩戒程序的启动

对当事检察官的职业生涯很可能会造成极大影响，同

时惩戒结果的内容也影响着其他检察官对自身履职行

为的认知与判断。而不当的程序设置极有可能带来有

违正义的惩戒结果。为了确保检察官权利义务的实现，

维护其任职的稳定性，需要配备专业的惩戒程序。 

 

三、现行检察官惩戒制度存在的 
主要问题 

 

《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

标志着我国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大

步，之后新修订的《检察官法》更是将检察官惩戒制

度的相关内容上升为法律规定，主要包括惩戒委员会

的设立、惩戒事由、惩戒种类、惩戒程序以及救济途

径等，为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惩戒功能的发挥提供规范

支持。然而，初步建立的检察官惩戒制度在实际运行

中的效果却不太理想，统计表明检察院每年因职务违

法违纪被追责的检察人员数量虽有逐年递增的趋势②，

但经由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的检察人员却寥寥可

数。据官方报道，暂时只有 2020 年 1 月山西省法官检

察官惩戒委员会对 4 名检察官的惩戒事项进行了相关

审议[16]。由此可见，被追究职务违法违纪责任的检察

人员数量与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的检察人员数量形

成了鲜明对比，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基本呈虚置状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检察官惩戒制度没有得到

实质有效的运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现行检察官惩戒

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 

(一)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不清 

《检察官法》第 49 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从

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检察官是否存在本法第四十七条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

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

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提出审查

意见后，人民检察院依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

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检察官法》第 47 条第

4 项、第 5 项的规定分别是针对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

理案件的、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

的。由此可知，《检察官法》将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

职责范围限定在对检察官是否违反检察职责，即应否

承担司法过错责任进行审查与判定。然而，这一划分

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使得检察官惩戒委员

会的职责范围与监察机关的职权范围相冲突，可能造

成不利后果。监察机关依法对所有公职人员的职务行

为进行监督，并对其违纪违法行为进行处置。由于检

察官属于公职人员，且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即是违纪

违法行为，因此对违反检察职责的检察官进行评判，

亦应属于监察机关的职权范围，致使检察官惩戒委员

会和监察机关同时享有对检察官违反职责行为的管辖

权。然而，鉴于监察制度与检察官惩戒制度权力设置

的位阶不同，作为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监察制度自然

比作为司法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的检察官惩戒制度的

定位高，当两者相冲突时，当然首选的是监察制度，

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使检察官惩戒制度被架空，引

起惩戒委员会的空转，并且会间接导致由非职业惩戒

代替职业惩戒，进而影响检察官职业化建设的进程。 

第二，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并没有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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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严重违背职业伦理行为的判断包括在内。《检察

官法》将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职责范围限定在对检察

官司法过错责任的判断，具体审查范围包括对违反法

定职责的追究和对错案责任的追究，而并未将检察官

严重违背职业伦理的行为纳入其中。这样一来，使得

检察官惩戒制度所体现的惩戒思路更加倾向于以行为

的结果为导向，偏向结果无价值，而忽视了对违背职

业伦理不当行为进行专业审查的重要性，不符合检察

官职业化内容的基本需求和认知。我国正处在司法体

制改革持续深入的新阶段，需要培养更多对国家和民

众有益的法律人才，而单纯具备专业知识的法律人才

不完全符合有益人才的标准，还需要通过职业伦理的

教育，才能培养真正值得国家和民众信赖的法律人才。

因此，对职业伦理的重视不仅应体现在日常的教育培

养中，还应在惩戒机制中体现，由专门的人员对职业

伦理行为进行审查认定，否则只有行为规定而缺乏制

裁后果，不可能达到规范本身的目的。 

(二) 规范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查案件的程序  

缺失  

目前我国检察官法还未对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惩戒事项的具体程序予以规定，而已有的相关程序性

规范则存在效力层级较低的问题，具体到各省检察官

惩戒委员会所颁布的章程和工作办法，对于程序性的

有关规定也不尽相同。其中亟需解决的是以下程序规

范缺失所带来的问题：第一，谁有权启动惩戒委员会

的审查程序。根据现行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司法管理、

诉讼监督和司法监督工作中，发现检察官有涉嫌违反

检察职责的行为，需认定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提请惩戒委员会审议，

并且惩戒委员会不能直接受理有关检察官的举报、投

诉。由此表明，对涉嫌违反检察职责线索的收集和移

送只能由检察机关统一管理，最后经检察长审批后提

请惩戒委员会，而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启动审查程序，

亦即将启动该程序的主动权完全交由检察机关掌握。

这样一来，就将检察官实施违反检察职责行为的利益

受损人是否有直接向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提出行为审查

的权利排除在外。这一做法由于无法彻底规避内部监

督存在不能客观公正行使监督权的风险，导致在此行

政化制度运行模式下的惩戒制度并不能得到有效   

执行。 

第二，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查案件究竟应采取怎

样的程序，是必须举行听证会，还是可以单独运用书

面审查的方式，现行的相关法律中未予以明确。各省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所印发的相关文件也显示，地方对

审查程序的具体模式还未达成统一意见。其中，《山

东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惩戒工作办法(试

行)》第 18 条提出“委员会审议检察官惩戒事项，原

则上实行书面审议制度”，而《山西省法官检察官惩

戒委员会章程(试行)》第 21 条规定“惩戒委员会审议

检察官错案责任案件，应当进行听证”，此外，还有

云南、湖南、黑龙江等省份表示应当以听证的方式进

行审议。检察官惩戒工作办公室在受理案件后提出初

步审核意见，再报请惩戒委员会审议决定，不同的审

议程序对惩戒对象的程序保障程度不同，所耗费的资

源也存在差异，而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最终只能提出不

具有实体处分权的审查意见。那么，究竟是该偏向对

检察官权利的保障还是侧重对程序设置经济性的考

量，造成应否采用实质性审查(听证)还是形式性审查

(书面审查)的困扰。 

第三，利益相关人如对审查意见不服是否存在相

应的救济措施。这里的利益相关人主要是指由于检察

官实施的检察行为而存在利益关联的人。现行检察官

惩戒制度对当事检察官和有关检察院如不服审查意见

制定了相关的救济保障程序，具体措施是当事检察官

或者有关检察院对审查意见有异议时，可以向检察官

惩戒委员会提出，由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对其异议及相

关理由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作出最终的审查意见并

回复当事检察官或者有关检察院。然而，检察官惩戒

委员会作出的审查意见不仅关联当事检察官和有关检

察院的利益，而且还可能涉及利益相关人的权益，甚

至会侵害利益相关人的权利。有侵害必有救济，对这

部分人权利的救济该如何实现并予以充分保障，也是

当前检察官惩戒制度所亟需考虑的问题，不能任由利

益相关人的权利受损却无法寻求有效的救济途径。 

(三) 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查意见”的约束力  

不明 

现行检察官惩戒制度明确了惩戒委员会从专业角

度审议检察官是否存在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并根据

查明的事实、情节和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审查意见(惩戒

建议)。通常而言，审查意见理应包含检察官在司法活

动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的形式、应否承担责任以及

如何承担责任等具体事项的处理意见。随后由检察院

依据审查意见自行作出是否予以惩戒，以及应当给予

怎样处理的决定。这一规定表明审查意见对检察官并

不具有实体处分权，实体处分权的行使最终还是交由

检察院支配。那么，检察院在作出处理决定时是否必

须完全采纳惩戒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意见？对审查意见

的采纳范围又是否可以自行作出选择？这些疑问在现

行规定中暂未予以明确，导致“审查意见”的约束力

不明。另外，当检察院采纳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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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处理决定时，存在移送纪检监察机构处理的可能，

那么纪检监察机构又是否有采纳惩戒委员会提出的惩

戒建议并据此作出处分决定的义务呢？这一规定的缺

失，造成了“审查意见”的约束对象不明。 

 

四、关于检察官惩戒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 厘清检察官惩戒制度的管辖范围 

管辖范围包括管辖的对象和事由。由于管辖对象

表现出部分(检察官)与整体(公职人员)的关系，因此对

管辖范围的讨论主要在于明确监察委员会与惩戒委员

会管辖事由的界限，一旦明确惩戒事由，就能确保这

两个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有序并行。那么，该如何确定

惩戒范围的界限？或者可以反向提问，检察官惩戒委

员会的核心职权是什么，如若监察制度削弱了其核心

职权，即可以称之为监察委员会的“越界监督”。有

学者认为在惩戒事由上应以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不当

行为为主要对象，同时摒弃以结果为导向的惩戒思路，

将错案追究排除出检察官惩戒制度[17]。有学者认为暂

时不宜将违反职业伦理(职业道德)行为作为一种责任

形式与违反纪律责任并列纳入惩戒委员会审议范   

围[2]。笔者认为，惩戒事由从错案追究转向对违反职

业道德规范不当行为的追责在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中

还缺乏适用的空间，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观念的转变才

可能完全实现由惩戒委员会对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不

当行为进行规制，因此，确定惩戒事由还是应当秉承

以行为和结果为双重导向的惩戒思路。另外，对于违

反职业伦理的行为，虽然按照我国现有规定还无法对

某一行为是否违反职业伦理进行规范判断，但在检察

改革中有必要建立检察官伦理规范体系，并将其一并

纳入惩戒事由。具体而言，检察官惩戒制度中的惩戒

事由应当包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存在违反有关检察

官职业道德、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的行为，进而故意

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

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具体事项可以参照检察官司法

办案权力清单的有关内容，因为权力清单已包含责任

清单，是检察官承担司法责任的依据[18]。通过明确惩

戒事由，既可以实现对监察制度与检察官惩戒制度监

督范围的合理界分，又可以明确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

惩戒范围。 

(二) 构建以《检察官法》和《检察官职业伦理》

为核心的职业规范体系  

现行有关检察官惩戒的规定主要散见于《检察官

法》《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 》《检察人员执法过

错责任追究条例》《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

的若干意见》《惩戒制度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对检察机关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纠

正、记录、通报及责任追究的规定》等不同阶层的法

律文件中，其中不乏内容重复的情形，甚至有的内容

还没有根据最新规定予以及时更新，且缺乏对检察官

惩戒程序的规范，从规范层面不利于对检察官违法职

责的行为进行调查、认定与追究。同时，现阶段检察

官惩戒制度的建设主要围绕《惩戒制度意见》，该意

见也得到了有关学者的肯定[19]。然而《惩戒制度意见》

只是从宏观层面对惩戒制度进行规定，其中还有许多

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因此，有必要构建

以《检察官法》和《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为核心的

职业规范体系，通过明确检察官惩戒制度的实体规范

内容，整合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其程序规范的

内容，再相应地提高相关规范的法律位阶，充分体现

检察官惩戒制度对检察官职业化建设的保障，进而构

建系统的检察官惩戒制度。虽然对检察官制定专门的

规则和专门的惩戒程序会是旷日持久的，但它会形成

一个既有利于检察官也有利于大众的有效制度[20]。 

(三) 建立惩戒制度与监察制度的衔接机制 

从实体规范层面对检察官惩戒制度的管辖范围予

以界定之后，并不等于完全避免了从规范到实践可能

会遇到的阻碍和困境。还需要探讨的是，如果被调查

的行为具有双重性，亦即属于监察制度与惩戒制度管

辖重叠的事由时，该如何处理。对于该问题不应当采

取非此即彼的态度，而应从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可否作

出独立处理决定的角度予以把握。即凡是检察官惩戒

委员会可直接予以处理的行为都可以作为惩戒的事

由，当然，对检察官进行惩戒不影响相关部门或机构

进一步追究检察官的党纪责任和法律责任。正如追究

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追究其民事责任一样，此种

做法不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17]。那么，此时应当采取

分别调查分别处理的追责模式，还是根据具体情况选

定以其中一个机构为主的追责模式，又或是适用有序

位的追责处理模式。笔者认为，第一种追责模式虽然

顾及两个机构都享有管辖权，但由于只存在一个违法

行为，如果要进行两次调查和处理，不仅过程繁琐，

还有可能因为评价标准的不同，导致事实认定存在偏

差，不利于被调查人责任的承担。第二种追责模式则

可以避免由两个机构分别追责的弊端，但应当以什么

标准选定具体由哪一个机构作为主调查机构，在实践

中并不方便操作。最后一种追责模式，也是我们认为

比较恰当的追责模式，通过设置惩戒前置，实现有序

位的追责处理方式，将所有涉及检察官的行为先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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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惩戒制度的筛选，具体由检察机关的检务督察部

门进行调查，再根据认定结果移送相关机构，其中涉

及违反检察职责行为的判断都必须移交检察官惩戒委

员会予以事实认定，从而高效有序地实现惩戒程序与

纪检监察程序的衔接。这样的追责模式既体现了检察

工作专业性的需要，同时也在保障检察官依法履职的

基础上实现权责统一。 

 

五、结语 

 

“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

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

各分裂，决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21](2)监察体制

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当前重要的改革举措，

不仅应当注重其自身的制度建设，更应当重视相互间

的促进作用、保障作用与协调发展。不然，在改革的

进程中就容易产生制度间的不协调。那么，该如何协

调处理监察制度与检察官惩戒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

如何从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把握检察官惩戒制度的发

展方向，都有待在改革实践中得到补充和细化。同时，

理论界与实务界也应当重视对此类问题的研究，避免

在改革进程中出现制度间不协调的情形，从而加快深

入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 

 

注释： 

 

①   参见《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条例》第 6 条第 3 款的规定。 

②   2013—2018 年我国各级检察院违纪违法检察人员统计数据：

2013 年 210 人，2014 年 404 人，2015 年 465 人，2016 年 474

人，2017 年 536 人，2018 年 774 人。数据来源于 2014—2019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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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secutor's disciplinary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supervision system 

 

LI Rong, QU Mu 

 

(School of Law,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ontinuous deepening. However, 

the discord betwee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he prosecutor's disciplinary system has gradually emerged. Judging 

from the current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the effect of practical operation, the new supervision system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prosecutor's disciplinary system in such aspects as the range of governance, the judgment standards of the 

investigated behavior, and the exercise of disposal right. Essentially, the conflict comes from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of inspections under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state power. Although the state exercises comprehensive and unified 

management of power, it still needs to leave room for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procuratorial work.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affirm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secutor's punishment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form of the 

supervisory system, to clarify the range of management of the supervisory system and the prosecutor's punishment at 

the same time of exerting the obstructive effect of the reform of the supervisory syste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secutor's punishment system, to construct a professional regulated system with Prosecutor's Law and Prosecutor's 
Professional Ethics as the core, and to specify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the overlap of jurisdiction 

betwee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he punishment system so as to eliminat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new supervision 

system and prosecutor's punishment system. 

Key Words: reform of supervision system; supervision system; prosecutor's punishment system;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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